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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

———基于农户规模分化的视角

陈超，唐若迪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通过构建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水稻种植户土地转入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农户规模

分化现实及其生计策略差异的讨论，提出了外包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土地转入决策影响的相关假

说，进而用江苏、吉林两省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对潜在的内生性和选择偏

差进行控制，分别获得了外包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转入土地面积的净处理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总

体来看，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小农户转入土地起抑制作用，而对大农户转入土地起促进作用；相较于

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对大农户则有更强的促进

作用。 结论说明，外包服务并没有改善小农户小规模细碎化的经营现状，农村土地流转集中主要依

靠规模经营的大农户；而这一进程不仅需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同样需要建立健全外包服务等外部

市场，以盘活其他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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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农民从事粮食

生产和非粮经济活动的收益差距日趋扩大，粮食生产收益水平低下的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发达

地区甚至出现了粮田撂荒的局面。 这一现实背景下，亟需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单个种粮主体的

经营规模，以保证粮食生产的相对收益水平，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１－２］ 。 随着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性障碍逐步被破除，但实际上，农地流转率和大

户占比依然较低 ［３］ ，背后原因值得探讨。
已有研究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归纳主要包括非农就业机会 ［４－５］ 、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差

异 ［６－７］ 和农地产权制度 ［８－１０］ 等方面，但较少考虑土地流转过程中其他生产要素的约束条件及其

变化。 近年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得到了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成为一种能以较低价格购买、
用于替代和补充家庭劳动的外部生产要素。 农户通过购买外包服务，避免了持有资本的损耗，
大大降低使用机械的成本 ［１１］ 。 土地配置的相关研究认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户的农业生产能

力是相联系的：在土地流转市场发挥效率的情况下，耕地由农业生产能力差的农户向农业生产

能力强的农户转移 ［１２－１４］ 。 那么，采用外包服务是否可以放松种粮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约束，提
高其生产能力，从而促进其转入土地呢？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土地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农户对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 ［１５－１８］ ，但较少

关注外包服务对农户土地流转的作用。 其中，有学者验证了广义的社会化服务对规模经营有显

著促进作用 ［１９－２１］ ；洪炜杰 ［２２］ 验证了具体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对土地流转的单向影响关系，
并认为随着农户承包地面积的扩大，外包市场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以及农地转入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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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大。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仍需要厘清农户规模分化的表现及其异质性的作用机制，并考虑

农户外包决策与土地转入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一
是理论方面，在分析外包服务对农户家庭资源约束缓解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规模分化情

境下农户生计策略的特点，厘清外包服务对大小农户土地决策的作用差异；二是在研究方法上，
充分考虑农户层面外包和土地决策间的关联性。 一方面，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变量，同时影

响农户的外包决策和土地决策；另一方面，农户是否采用外包服务是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自

发选择，并非随机分配的结果。 因此，本文将采用内生转换模型（ ＥＳＲ）解决存在不可观测变量

的选择偏差问题，以获得外包服务对农户转入土地决策的净处理效应。 研究结果将有利于从农

户决策层面理解外包服务和转入土地的关系，为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和促进土地流转提供

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外包服务对农户约束的放松

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放松了农户转入土地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促进了农户的要素配置和经营

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外包服务与劳动力约束

为了适应土地规模的扩大，农户必将调整劳动力的投入，该调整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是

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匹配关系，即扩大土地规模必然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二是劳动和机械的

要素替代关系，即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户会寻求价格更低的机械作业来替代人工劳

动 ［２３］ 。 然而，在没有生产外包服务市场的情形下，农户在调整要素配置时将面临很大局限：一
是农户选择雇佣工人时，面临着雇工季节性短缺和监督难的局面；二是农户选择购买机械时，由
于机械的高值性和专用性，其会面临较高的投资约束和沉没成本。 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市场的发

展，使农户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取相对低价、充裕的农机服务，以替代相对昂贵、稀缺的劳动

力，这帮助农户在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缓解了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约束。
２．外包服务与资金约束

在采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时，资金是农户转入土地的重要约束之一。 在没有外包服务市场的

情况下，购买并保养整套农机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同时，大部分农户本身的土地规模难以达到

将整套农机服务内部化的效率区间 ［１１］ 。 但在外包服务市场条件下，农户可以通过购买农机服

务，大大降低使用大马力机械的费用成本和风险。 因此，生产环节外包服务能使农户在资金有

限的情况下，对劳动力和机械要素重新配比，提高种植周期内的耕作能力，从而扩大土地规模。
以上分析说明，外包服务可以通过劳动力和资金两个渠道来缓解农户扩大土地规模的约

束，从而提高其生产能力。 但由于不同规模的农户家庭存在生计策略的差异，生产环节外包服

务对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影响方向并不能确定。
（二）外包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

１．农户的规模分化与生计策略差异

土地价值上涨使其成为农户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因此，耕地面积是刻画农户分化和生

计策略差异的主要标准，本文主要通过区分小农户和种植大户来说明农户生计策略及外包服务

影响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应将具有农业户口、但经营规模未达到家庭农场作为界定小农户的基

本标准 ［２４］ 。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认为 ３０ 亩土地是种粮大户的下限 ［２５］ ，并且粮食种植的效率

转折区间为 ３０ ～ ５０ 亩 ［２６］ 。 据此，本文借鉴刘强、杨万江 ［１９］ 的做法，采用一个规模区间来区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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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将经营土地 ３０ 亩以下的种粮户作为小农户，将 ５０ 亩及以上规模的农户作为大农户①。
这样小农户和大农户表现出了明显的生计策略差异。

小农户生计策略特点是“半工半耕” ，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非农收入未完

全覆盖家庭生计的需求，所以仍需土地收益来补贴家用，从事农业生产的往往是家中年纪较大、
没有非农就业机会的老人。 如此生计策略下的小农户，其经营农业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家庭生

计，其耕地扩大幅度极其有限甚至是萎缩的。 而大农户多是本村的种田能手，年富力强，并有较

强的农业经营经验技术和一定的资本积累。 其生计特点是：尽可能利用家庭劳动力，通过充分

释放甚至过度开发家庭劳动力来增强经营能力，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而扩大经营规模 ［２７］ 。
２．外包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影响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认为，农户家庭成员间存在共担成本和共享收益的隐性契约安排，土
地和劳动力配置将取决于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 大农户和小农户之间存在生计策略和土地评

价的差异，使得外包服务对大、小农户表现出不同的资源配置效应。 对于小农户来说，其农业生

产比较收益低，其典型的生计策略为：让青壮年成员转移到非农产业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而
老年成员缺乏非农就业优势，只能进行农业生产。 这时，小农户需要采用外包服务来替代外出

的青壮年劳动力，辅助老年成员保持农业生产获得土地收益，以上即生产环节外包对小农户劳

动力的替代效应。 对于大农户来说，其农业生产比较收益较高，青壮年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也

可以获得较高收入，所以其生计策略为：在耕地边际回报降到零之前，扩大种植规模增加总收

入。 土地的追加投入衍生了超出家庭原有资源的劳动力需求，需通过采用外包服务进行补充，
以上即外包服务对大农户劳动力的补充效应。 这两种效应是生产外包服务对不同生计策略农

户的影响差异，它们的区别在于：替代效应有助于小农户保持老龄化、弱质化和细碎化的农业生

产方式；而补充效应则有利于种植大户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一：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会促进大农户转入土地，而不会促进小

农户转入土地，甚至会对小农户转入土地起抑制作用。
（三）不同环节外包服务对农户土地决策的影响

在考察外包服务对农户经营规模的影响时，还应该考虑不同环节要素替代的差异。 已有研

究根据不同环节劳动强度和机械化程度的差异，将水稻种植环节分为劳动密集型环节（整地、插
秧和收割）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育秧和病虫害防治） 。 从要素替代的角度来看，两类环节的外包

服务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劳动密集型环节通过农业机械直接替代人工进行高强度劳动作业，外
包成本较低，服务总量较大；而技术密集型环节机械化程度较低，需要一部分市场劳动替代家庭

劳动，成本较高，服务总量较少 ［１６］ 。 同时还应注意到，自给型和发展型两类农户在农业部门配

置的劳动力是存在差异的：越是接近自给型的小规模农户，越可能将缺乏非农就业优势的劳动

力（比如老年人）配置在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完成低劳动强度的技术密集型环节作业；而发展型

农户因为规模较大，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也需要外包服务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 因此，相较

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在技术密集型环节获取外包服务，对于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影响更强。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二：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农户土地转入

规模的影响更强。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研究方法

根据前文的分析，并不能将农户的外包服务决策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本文将采用 ＥＳＲ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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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研究对规模异质性的讨论以农户初始耕作规模（承包地面积）为标准 ［２１］ ，但经营面积比初始面积更能反映农户的

经营现状及其土地效用评价，因此本文的划分依据是农户的经营面积。



解决存在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偏差问题，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估计外包服务采用行为的

决策方程，见公式（１） ；第二阶段为结果方程①，分别估计外包和未外包农户的土地转入面积，见
公式（２）和公式（３） 。

Ａ ｉ ＝ γＺ ｉ＋μ ｉ （１）
Ｙ ｉ１ ＝ β ｉ１Ｘ ｉ＋ε ｉ１ 　 ｉｆ　 Ａ ｉ ＝ １ （２）
Ｙ ｉ０ ＝ β ｉ０Ｘ ｉ＋ε ｉ０ 　 ｉｆ　 Ａ ｉ ＝ ０ （３）

其中，Ａ ｉ ＝ １ 表示农户采用了生产外包服务，否则记为 Ａ ｉ ＝ ０；Ｚ ｉ 表示影响农户服务选择的解

释变量；Ｙ ｉ１和 Ｙ ｉ０分别为外包和未外包农户的转入土地面积；Ｘ ｉ 是解释变量，ε ｉ１和 ε ｉ０是随机干扰

项。 估计了选择方程（１）后，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λ ｉ１、λ ｉ０和误差项的协方差 σμ１ ＝ ｃｏｖ（ μ ｉ，ε ｉ１） 、σμ０

＝ ｃｏｖ（ μ ｉ，ε ｉ０） ，并带入公式（２）和公式（３）中，得到：
Ｙ ｉ１ ＝ β ｉ１Ｘ ｉ＋σμ１λ ｉ１＋ζ ｉ１ 　 ｉｆ　 Ａ ｉ ＝ １ （４）
Ｙ ｉ０ ＝ β ｉ０Ｘ ｉ＋σμ０λ ｉ０＋ζ ｉ０ 　 ｉｆ　 Ａ ｉ ＝ ０ （５）

内生转换模型将不可观测变量当做一个缺失值进行处理，在通过 λ ｉ１和 λ ｉ０控制了不可观测

变量产生的选择性偏误后，误差项 ζ
ｉ１
和 ζ ｉ０满足条件零均值假设，并采用 ρμ１ ＝ σμ１ ／ σμσ ｉ１和 ρμ０ ＝

σμ０ ／ σμσ ｉ０表示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协方差的相关系数。 如果相关系数显著，表明存在由不可观

测变量产生导致的选择偏差。 获得估计参数后，在反事实框架下评估外包服务对总体农户转入

土地的净影响，即外包服务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平均处理效应。
处理组农户真实情形下（外包组参与生产环节外包时）的土地转入面积期望：

Ｅ［Ｙ ｉ１ ｜ Ａ ＝ １］ ＝ β′ｉ１Ｘ ｉ１＋σμ１λ ｉ１ （６）
控制组农户真实情形下（未外包组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时）的土地转入面积期望：

Ｅ［Ｙ ｉ０ ｜ Ａ ＝ ０］ ＝ β′ｉ０Ｘ ｉ０＋σμ０λ ｉ０ （７）
处理组反事实情形下（外包农户未参与生产环节外包时）的土地转入面积期望：

Ｅ［Ｙ ｉ０ ｜ Ａ ＝ １］ ＝ β′ｉ０Ｘ ｉ１＋σμ０λ ｉ１ （８）
控制组反事实情形下（未外包农户参与生产环节外包时）的土地转入面积期望：

Ｅ［Ｙ ｉ１ ｜ Ａ ＝ ０］ ＝ β′ｉ１Ｘ ｉ０＋σμ１λ ｉ０ （９）
那么，方程（ ６ ） 和 （ ８ ） 之差即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 ，可以表述为：
ＡＴＴ ＝ Ｅ［Ｙ ｉ１ ｜ Ａ ＝ １］ －Ｅ［Ｙ ｉ０ ｜ Ａ ＝ １］ ＝ （ β′ｉ１－β′ｉ０）Ｘ ｉ１＋（σμ１－σμ０）λ ｉ１ （１０）

相应地，方程（７）和（９）之差为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ｔｒｅａｔ⁃
ｅｄ，ＡＴＵ） ，可以表述为：

ＡＴＵ ＝ Ｅ［Ｙ ｉ０ ｜ Ａ ＝ ０］ －Ｅ［Ｙ ｉ１ ｜ Ａ ＝ ０］ ＝ （ β′ｉ０－β′ｉ１）Ｘ ｉ０＋（σμ０－σμ１）λ ｉ０ （１１）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对江苏、吉林两省稻农的问卷调查。 选择江苏和吉林两省作为

样本区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两省为全国主要水稻产区，在全国水稻生产中占有较高份额；二是

两省水稻生产规模和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水平具有一定差异性。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

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具体的抽样过程为：分别在各省根据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情况选择 ４ ～ ６
个县，在每个县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２ 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２ 个村，最后在

每个村随机选取大农户和小农户各 ５ 户。 本次调查一共获得 ５４１ 份有效样本，其中小农户（规

模小于 ３０ 亩）３０４ 户，大农户（规模大于 ５０ 亩且小于 ５００ 亩） ２３７ 户。 农户问卷采用访谈形式

对农业生产决策者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水稻生产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外包行为、就业决策、
生产经营特征及家庭特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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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估计方法采用了调整后的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通过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 ＭＯＶＥＳＴＡＹ 命令完成，能够同时估计因变量

为虚拟变量的决策方程和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结果方程，并适用于含有零值的处理结果的情况。



（三）变量设置

１．因变量

内生转换模型由土地转入模型和外包决策模型两部分组成，分别包含了农户外包决策和转

入土地两个因变量。 借鉴张锦华等 ［３］ 的做法，将土地转入变量具体设置为转入土地的面积。 对

于农户外包决策指标，内生转换模型的匹配机制要求决策方程的因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且已

有文献中常采用二元虚拟变量来量化分析农户的外包决策行为 ［１６－１７］ ，因此本文设定：如果农户

在水稻生产环节中存在外包行为，则外包决策变量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２．土地转入决策模型的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取如下解释变量：决策者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
庭经营特征，包括务农劳动力数量、务农者平均年龄、自有土地面积家庭总收入、亩均收入和务

农收入占比和机械数量；村庄环境变量，包括省份、村庄离县城距离。 大农户和小农户模型解释

变量基本相同，但根据问卷情况和大农户实际经营情况，稍作调整。 其中，村庄离县城距离变量

仅在小农户模型中使用。
为了保证模型可识别，还需要在选择方程中加入工具变量。 在工具变量选择上，本文借鉴

了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收集信息，使自己

的行为趋同于他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获得最大效用，且农户的很多决策行为都会受到同群

效应的影响 ［２８－２９］ 。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选取农户所在村外包服务采用率来衡量同群效应，为了

体现农户层级的变异，具体设置为：同群效应 ＝除本家庭的村外包率。 对于同群效应，可以认为

村外包服务采用的平均水平会通过社会互动影响农户的外包采用决策，但不会直接影响其土地

转入决策。 从逻辑上讲，使用以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外生性条件上不存在问题。
（四）样本描述

各变量定义、描述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解释变量界定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具体定义
全部农户 大农户 小农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产环节外包决策 农户是否选择生产环节外包：０ ＝否；１ ＝是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８１ ０．３９
　 劳动密集环节外包决策 是否选择劳动密集环节外包：０ ＝否；１ ＝是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８４ ０．３７
　 技术密集环节外包决策 是否选择技术密集环节外包：０ ＝否；１ ＝是 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１７ ０．３８
　 转入土地规模 当年转入土地的面积 ／ 亩 ５９．４８ ９２．３７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２．４４ ４．３０ ７．６７
决策者个人特征

　 性别 女 ＝ ０；男 ＝ １ ０．８８ ０．３２５ ０．９２ ０．２７ ０．８３２ ０．３７４
　 年龄 决策者实际年龄 ５０．８３ １０．４１ ４９．９４ ８．５９ ５０．２９ １１．３７
　 受教育程度 决策者受教育年限 ／ 年 ５．３１ ４．３４ ９．８２ ２．４５ ８．４０ ２．３５
家庭特征

　 务农劳动力数量 家庭中参与务农的劳动力数量 ／ 人 ２．１７ ０．７４ ２．３６ ０．８０ ２．１０ ０．７２
　 务农者平均年龄 家庭中参与务农劳动者的平均年龄 ／ 岁 ４８．９９ １１．６２ ４７．６２３ １２．７５ ４９．０４ １０．４５
经营特征

　 自有土地面积 农户家庭自有承包地面积 ／ 亩 １１．８７ ２６．５８ １７．７５ ３８．８８ ７．３０ ５．８４
　 家庭总收入 去年家庭生产经营总收入 ／ 元 ２０３７９０ ３５０２４８ ３８７６０３ ４６６４３６ ６０４８８ ４６２７３
　 亩均收入 去年亩均水稻种植收入 ／ 元 ２４７５ ３６８４ ３０２４ ５４８２ ２０４８ ６００
　 务农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０．８１ ０．３１ ０．８７ ０．２９ ０．７６ ０．３２
　 机械数量 家庭拥有机械数量 ／ 辆 ２．０５ ３．０７ ４．３３ ３．４０ ０．２８ ０．７６
村庄环境特征

　 省份 ０ ＝江苏；１ ＝吉林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４８
　 村庄离县城距离 本村距离县城的距离 ／ 公里 １７．００ １４．０２ ６．５５ ８．０５ ２３．９６ １２．１５
工具变量

　 外包同群效应 除本家庭的村环节外包率 ０．６８ ０．３０ ０．５１ ０．３２ ０．６９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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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农户外包服务决策差异

表 ２ 给出了大农户和小农户在各自规模和不同省份分组中的外包情况。 小农户组中，经营

土地 １０ ～ ３０ 亩的农户比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表现出更高的外包率。 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江苏

省的小农户外包程度高于吉林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为：一是长江下游地区水稻生产社

会化服务市场发展更快；二是东北地区水稻经营规模普遍较大，部分农户的土地规模更适合自

购机械作业，因而外包服务需求相对较低。 大农户的外包率总体低于小农户，并且存在结构性

差异：从省份差异来看，大农户中吉林省的外包率比江苏省低 ３５．８１ 百分点，这一差距大于小农

户省间差距的 ２３．１６ 百分点；从规模分组来看，大农户中 １００ ～ ２００ 亩的外包率是最低的一组，
说明这可能是农户自有机械效率较高的规模区间。 经营规模小于这个区间时，因自购机械的交

易成本和使用成本过高，农户更多会选择外包服务；经营规模大于这个区间时，农户则会因家庭

资源不足以应对生产活动而选择外包。
表 ２　 不同规模农户外包情况

类别 经营规模 ／ 亩 外包率 ／ ％ 省份 外包率 ／ ％ 总样本外包率 ／ ％

小农户
０ ～ １０ ８１．２９ 江苏 ９８．２９

１０ ～ ３０ ８５．４５ 吉林 ７５．１３
８３．５５

大农户

５０ ～ １００ ６０．４４ 江苏 ６８．５５

１００ ～ ２００ ３６．２６ 吉林 ３２．７４

２００ ～ ５００ ６１．８２

５１．４８

　 　 ２．农户转入土地决策差异

表 ３ 和表 ４ 给出了两类农户在不同省份和规模分组中的土地转入情况。 在小农户中，两省

的转入户占比相差微小，但吉林省农户转入面积要高于江苏省；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转入户占比

和转入面积均呈扩大趋势；外包组的转入面积低于未外包组。 而在大农户中，吉林省转入户的

占比大大高于江苏省，但转入面积要低于江苏省；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转入面积也大幅增加，
但当经营规模超过 ２００ 亩后，转入户的占比大幅度减小；外包组中转入户的占比较低，但转入面

积较大。
表 ３　 小农户转入户占比及转入面积

转入指标
经营规模 省份 是否外包

＜１０ 亩 １０ ～ ３０ 亩 江苏 吉林 否 是
总样本

转入户占比 ／ ％ １９．４２ ５２．７１ ３６．９３ ３７．８２ ３８．００ ３７．４０ ３７．５０

转入面积 ／ 亩 １ ７．０７ ３．４６ ４．７８ ５．６６ ４．０３ ４．３

表 ４　 大农户转入户占比及转入面积

转入指标
经营规模 省份 是否外包

５０ ～ １００ 亩 １００ ～ ２００ 亩 ２００ ～ ５００ 亩 江苏 吉林 否 是
总样本

转入户占比 ／ ％ ６４．８４ ６９．２３ ４３．６４ ５２．４２ ７１．６８ ７０．４３ ５３．２８ ６１．６０

转入面积 ／ 亩 ５４．９９ １１６．１２ ２７８．１９ １５８．３８ ９９．４０ １２２．０７ １３７．９８ １３０．２６

　 　 以上描述结果表明，外包组与未外包组的经营土地转入行为具有明显差异，且存在规模异

质性，但由于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和异质性导致选择偏误的存在，仅采用简单的均值比较并不

能真实反映外包服务的土地转入效应，还需要进行更严谨的计量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外包服务决策与土地转入模型的联立估计结果

表 ５ 显示了三类农户分组中，外包服务与土地转入决策模型联立估计的结果。 其中“外包

决策”列是模型第一阶段外包决策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未外包组”和“外包组”分别为各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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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二阶段结果方程的估计结果，即处理组（外包）和控制组（未外包）农户转入土地决策的影

响因素估计结果。 ρＴ 和 ρＵ 分别表示外包决策模型与各组农户转入土地决策模型误差项的相关

系数，ρＴ、ρＵ 以及联合独立似然比 ＬＲ 均在 ５％统计水平显著，表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需要纠

正由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
表 ５　 外包服务决策与土地转入模型联立估计结果

变量

全部农户 小农户 大农户

土地转入模型

未外包组 外包组

外包决

策模型

土地转入模型

未外包组 外包组

外包决

策模型

土地转入模型

未外包组 外包组

外包决

策模型

性别 －２９．７０∗∗ ０．４５４ －０．０４４６ －２．０６２ －３．１６６∗∗∗ －０．３４７ －７．３８７ －１０．２６ １．３０３∗∗∗

（ １３．３３） （ ８．９４１） （ ０．２２２） （ －３．０８５） （ －０．９５７） （ －０．２１２） （ ２２．２２） （ ２１．５１） （ ０．４５４）

年龄 －１．６９２∗∗∗ ０．１８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５６５∗∗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１３ －２．０２０∗∗ －１．７３６∗∗ ０．０２２６

（ ０．６０９） （ ０．４５１） （ ０．０１０１） （ －０．２７７） （ －０．０６） （ －０．０１４） （ ０．８７６） （ ０．８２３） （ ０．０１６６）

受教育

年限

０．６２２ ６．９９８∗∗∗ ０．０３６０ ０．２２ ０．０６２４ ０．０６７３ －１．７３６ ２．９１０ －０．００８４１

（ ２．５２３） （ １．２５８） （ ０．０３０２） （ －０．６４７） （ －０．１５３） （ －０．０４６） （ ３．６２６） （ １．９７６） （ ０．０５５４）

务农劳动

力数量

１０．１３ １．７５８ －０．１１３ －１．２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６ ３２．１６∗∗∗ ２３．１０∗∗∗ －０．２０７

（ ７．０２９） （ ４．３１４） （ ０．０９６４） （ －２．０２４） （ －０．５６２） （ －０．１２５） （ ９．７６４） （ ５．８７０） （ ０．１５１）

务农者

平均年龄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４０２ －０．０２３０∗∗ ０．７７７∗∗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０１６５ －０．１８２ １．７０１∗∗ －０．０４２８∗∗

（ ０．５５８） （ ０．４８３） （ ０．０１０８） （ －０．３０３） （ －０．０６５２） （ －０．０１５２） （ ０．７１３） （ ０．６６２） （ ０．０１６７）

自有土

地面积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３９１ －０．９０３∗∗∗ －０．４６９∗∗∗ －０．００４１２ －０．２８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３１７

（ ０．２９８） （ ０．１０６） （ ０．００３７９） （ －０．２４） （ －０．０６５３） （ －０．０１９２） （ ０．３３９） （ ０．１０７） （ ０．００３４０）

家庭总收入

（对数）

２６．１３∗∗∗ ３９．３７∗∗∗ ０．１５０∗∗ ９．６２４∗∗∗ ３．８６２∗∗∗ ０．３６６∗∗ ５５．７９∗∗∗ １２５．０∗∗∗ －０．１９７∗

（ ３．５４８） （ ３．８１１） （ ０．０７６４） （ －２．３８３） （ －０．５０８） （ －０．１４３） （ ７．６８２） （ ６．０９８） （ ０．１１８）

亩均收入

（对数）

－１８．６１∗∗∗ －１９．２９∗∗∗ ０．０１４１ －２．０４ ０．１７４ －１．９０７∗∗∗ －５８．１１∗∗∗ －８２．６８∗∗∗ ０．３４４∗∗∗

（ ３．５８８） （ ２．８１５） （ ０．０５３１） （ －８．７８５） （ －０．５３９） （ －０．５９３） （ ８．５０８） （ ４．６９４） （ ０．１２５）

务农收

入占比

１５８．５∗∗∗ ５９．２６∗∗∗ ０．４７２ １９．７８∗∗∗ ８．７０５∗∗∗ ０．９２７∗∗∗ ４６４．７∗∗∗ ２９５．８∗∗∗ －１．８３１∗

（ ２６．７５） （ １１．６４） （ ０．２９９） （ －５．８９２） （ －１．２６１） （ －０．３４２） （ ６６．４５） （ ３６．７９） （ １．０４２）

家庭

机械数

－１．８７８ －３．５５０∗∗∗－０．０８４４∗∗∗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１８２ －３．５４１∗∗ －３．７７４∗∗∗ －０．０４９８

（ １．６６１） （ １．３５９） （ ０．０３１２） （ －０．１２１） （ －０．０３０９） （ －０．０１） （ １．７９６） （ １．３２９） （ ０．０３５１）

省份 －９０．５５∗∗∗ －３５．５１∗∗∗ －０．６５９∗∗∗ －６．６９３ －２．７５６∗∗∗ ０．４９１ －４２．６４∗ ３．７１８ －０．２５６

（ １６．２１） （ ８．１５０） （ ０．２１１） （ －７．８５６） （ －１．０６３） （ －０．４５５） （ ２１．９１） （ １５．０６） （ ０．３０５）

村庄离县城

距离

－０．８５５ ０．２５９ ０．００５３７ －０．４２８ ０．３７ ０．０５３７ １．３１８６ －０．３３９５ ０．００６１

（ ０．６２６） （ ０．２９０） （ ０．００７３９） （ －１．５５９） （ －０．４５６） （ －０．１０５） （ ０．９６６４） （ ０．７７４） （ ０．０２５３）

同群变量 — — ２．５１３∗∗∗ — — ３．３６２∗∗∗ — — ３．６４０∗∗∗

— — （０．３４４） — — （ －０．７７６） — — （０．５２５）

常数项 ２９６．６∗∗∗ －３３３．３∗∗∗ －１．６２７ —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１２ －４５６．７∗∗∗－１，１２１∗∗∗ ０．８２６

（ ８８．９８） （ ４６．３７） （ １．３２６） — （ －０．３２４） （ －０．２３１） （ １５０．２） （ ７１．８９） （ １．９４０）

ρＴ ３．９５１∗∗∗ — — ２．０３３∗∗∗ — — ４．８１７∗∗∗ — —

（０．０５６３） — — （ －０．１４５） — — （０．０８０４） — —

ρＵ — ４．０６３∗∗∗ — — １．７３２∗∗∗ — — ５．９６４∗∗∗ —

— （０．０４１７） — — （ －０．０４８２） — — （０．０７２９） —

ＬＲ １５．８５∗∗ — ９．２９∗∗∗ — １１５．１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９８５．３６ — －１０２０．５３ — －１５６８．２４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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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决策模型的结果显示，影响不同农户外包服务的显著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家庭禀

赋中，自有土地面积对小农户外包决策显示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自有土地面积较多的小农

户更倾向于更为内卷化的生产；而人力资本相关因素（农业决策者性别和务农者平均年龄）对

大农户的外包决策影响显著，即农业生产成员的男性化和年轻化，更有利于大农户采用外包服

务；工具变量方面，同群变量对两组农户均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土地转入模型结果中，家庭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本对未外包组农户转入土地呈现更强的影

响。 小农户中，只有未外包组的转入土地面积受农业决策者年龄的影响；而在大农户土地转入

模型中，农业决策者年龄和务农劳动力数量对转入土地有显著的影响，但外包组的系数较低。
这符合我们对农户规模经营需要较强的经营能力的猜想，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及体力对经营

规模有一定的边际贡献，而外包服务可以弥补农户家庭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 对于大

小农户来说，省份系数的显著说明农户转入土地面积存在较强的省间差异①：全部农户组中，江
苏省农户的转入土地均高于吉林省；在小农户外包组和大农户未外包组中，江苏省农户也会转

入更多土地。 结合两省人均土地资源的现实差异来看，江苏省自有土地面积小于吉林省，而对

于不采用外包的农户来说，利用家庭劳动力和机械进行农业生产存在一定规模的效率区间，要
达到这一区间的经营规模，江苏农户需要转入更多的土地。

（二）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不同农户转入土地的处理效应

表 ６　 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处理效应

类别
总体农户 江苏省 吉林省

外包农户 未外包农户 外包农户 未外包农户 外包农户 未外包农户

全部农户 ＡＴＴ －３６．３６∗∗∗ — －４９．６８∗∗∗ — －２２．７４∗∗∗ —

ＡＴＵ — －６８．７６∗∗∗ — －９９．４０∗∗∗ — －５８．２９∗∗∗

小农户 ＡＴＴ －８．３３∗∗∗ — －９．７１ — －６．１ —

ＡＴＵ — －１１．８９∗∗∗ — －１３．９０∗ — －８．４３

大农户 ＡＴＴ ４３．０８∗∗∗ — ３２．５３∗∗∗ — ６７．３１∗∗∗ —

ＡＴＵ — ４９．８８∗∗∗ — ４５．０３∗∗∗ — ５２．３８∗∗∗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表 ６ 显示了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不同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处理效应。 对于总体农户来说，
外包服务对转入土地规模起抑制作用，并且江苏省呈现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吉林省。 但基于农户

规模分化异质性的作用，外包服务对大、小农户转入土地规模呈现相反方向的影响：外包服务对

小农户转入土地规模起抑制作用，且对江苏省抑制效应大于吉林省；而对大农户来说，外包服务

对转入土地规模起促进作用，且对吉林省促进效应大于江苏省。 在没有外包服务的情况下，吉
林省地区农户自有土地面积较大，受经营成本的约束应该倾向于转入更少的土地，这与本文的

计量结果不符。 可能的原因在于：正是因为外包服务大大缓解了农户转入土地的成本约束，采
用外包服务这一生产要素，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引致其他要素（土地）的投入；并且，本小节实证

结果也显示，外包服务确实对大农户有促进经营规模扩大的作用。
（三）不同环节外包对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假说二，估算不同环节外包服务对大农户和小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处理效应（表

７） 。 ＡＴＴ 的估算结果显示，两类环节外包服务对不同农户的影响方向均相反：在小农户中表现

为抑制作用，而在大农户中表现为促进作用。 从不同环节的角度来看，技术密集型环节呈现的

影响更大，即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有更强的抑制作

用，而对大农户转入土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ＡＴＴ 的估计数值并不意味着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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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此，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不同农户转入土地的处理效应”中，本文对处理效应进行了分省计算，以避免省间差

异对处理效应的高估（或低估） 。



采用外包服务就能增加土地投入，根据前文的分析，需要结合家庭禀赋和生计策略，将外包服务

提供的生产要素转换为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才会促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结果。 这也说明，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农户生产能力的提升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受到更强的制约，表明生产能

力提升空间更大，因而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会对扩大经营规模起更强的促进作用。
表 ７　 不同环节外包服务对农户转入土地规模的影响差异

类别
技术密集型环节 劳动密集型环节

外包农户 未外包农户 外包农户 未外包农户

小农户 ＡＴＴ －１４．３４２∗∗∗ — －６．７６２∗∗∗ —

ＡＴＵ — －１８．１１８∗∗∗ — －８．６４７∗∗∗

大农户 ＡＴＴ １２５．０１９∗∗∗ — １８．５００∗∗ —

ＡＴＵ — １５８．７２∗∗∗ — ５４．８９１∗∗∗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前文采用 ＥＳＲ 模型的匹配机制要求决策方程因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即农户是否外包。 在

稳健性检验中，我们采用外包服务程度（外包服务成本 ／总生产成本）替代“是否外包”这一核心

自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 估计结果（表 ８）显示，模型通过了弱工具变量①、可识

别和内生性检验，而外包服务程度对农户转入土地规模也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存在选择性偏差，
估计系数大小与 ＥＳＲ 估计结果有一定差异，但核心自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方向与

ＥＳＲ 模型结果一致。
表 ８　 更改核心自变量的 ＩＶ 估计结果

变量 总体农户 小农户 大农户

外包程度 －１４９．９５３∗∗ －６．５７３∗ １８３．７８３∗∗

（ ６９．７９４） （ ３．８２０） （ ９４．４４２）

弱工具变量 Ｆ 检验量值（ ｃ－ｄ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９０５ ２６．５５６ ３０．１０９

　 弱工具变量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的临界值 — １６．３８∗ ８．９６

　 弱工具变量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１５％ 的临界值 ８．９６ — —

可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３９∗∗∗ １６．８６７∗∗∗ １０．０２３∗∗∗

内生性检验量 ９．２９２∗∗∗ ３．５９２∗ １．６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标准差。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农户的土地转入决策会受到其经营能力的限制；而依靠外部市场

提供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放松了农户面临的劳动力及资金约束，从而促进其转入土地，进而有利

于宏观上土地的流转集中。 另外，由于中国农户的分化现实，外包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影响机制

也存在差异。 实证部分检验了外包服务与不同规模农户转入土地的因果关系，并利用内生转换

模型对潜在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进行控制。 结果发现，外包服务对总体农户土地转入规模

呈现抑制作用。 其中，对小农户主要起到替代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作用，辅助其保持小规模的

农业生产，抑制其转入更多土地；而对大农户来说，外包服务帮助其突破家庭资源的约束，对转

入土地起促进作用。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有更强的

抑制作用，而对大农户转入土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证明了生产外包服务对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 土地的流转集中，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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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弱工具变量检验值大于相应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即可。



家庭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配置土地和劳动资源的结果。 而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可以看作是外部市

场对机械、劳动等生产资料的盘活，二者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本结论潜在的政策含义是：第
一，小农户的生计策略是其小规模经营的根本原因，需要通过帮助小规模农户参与非农就业，提
高其非农就业收益和社会保障水平，才能减少微小农户的农地滞留行为，使有转入土地需求的

农户有地可转。 第二，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进程，不仅需要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同样需要建立

健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等盘活其他生产要素的外部市场，以缓解农户在规模经营过程中面临的

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第三，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普及程度较低，但对农户转入土地具有更

强的影响，在完善外包服务体系过程中，应该注重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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